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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与以家庭为依托的基本养老模式决定了子女对

父母的支持直接影响到大多数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现有理论指出，在社会转型

期，孝道的内涵逐渐从传统意义上强调父母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顺

从义务，转向相互亲情与辈分权威并存的双元模型。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６
年的数据，探讨了权威性孝道与相互性孝道这两个孝道基本维度如何与不同类型的

孝行产生联系。多元线性模型的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强调权威关系和子女角色义

务的权威性孝道更能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而强调亲情、代际对等地位的相

互性孝道则显著促进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性支持。与之对比，孝道的这两个基本维度

都无法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进一步的交互效应分析表明，权威性孝

道和经济支持之间的联系在年龄低的群体中更显著。此外，对于男性而言，权威性

孝道与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之间存在边际显著的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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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变革虽然带来居民家庭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家庭仍
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家庭建设一直以来都是社会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中讲到的，“要
加强家庭建设，教育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巩固家庭养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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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地位”。①

家庭建设的开展需要全社会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自古以来，中国
文化中家教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孝道，而家庭成员身体力行地践行孝道，便能够形
成良好的家风。可见，在代际关系方面，家庭、家教与家风的建设是家庭结构、孝
道与赡养行为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②

进入到２１世纪，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截
至２０１４年底，年龄在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已占总人口的１５．５％。③ 庞大的老龄人口规
模带来了巨大的家庭养老压力，也对子女的孝道与孝行提出新的要求。从社会科学
研究的进路出发，孝道可定义为个体对于代际关系内涵的认知与理解。鉴于个体观
念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不同个体有可能对 “什么是孝顺”这一问题有不同
的理解，从而体现出不同类型的孝行。本研究第一次利用全国性的经验资料，展示
孝道与孝行之间的复杂联系。具体而言，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与梳理
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孝文化的研究，着重分析社会转型和老龄化变迁如何带来人们
对于孝道的多角度理解。第二部分，通过分析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展现中国社会转
型期个体孝道与孝行之间所存在的多样化联系。以此论证孝道的不同维度如何带来
子女对父母不同类型的支持。

二、理论背景

（一）社会转型与传统文化价值

文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议题之一。学者们通常
认为，随着社会制度环境的变迁，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亦随之变化。④ 这一基本命
题在２０世纪中叶的现代化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按照这一理论，在全球化过程
中，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制度会逐渐向全球扩散。与之伴随的是，发展中
国家的传统文化会逐渐衰微。基于此，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发展中国家唯有放弃自
身传统的价值观念并接纳西方式的道德体系，方能追赶现代化的潮流。这种西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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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理论最主要的应用便是威廉·古德的经典著作 《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①

在这本书中，古德指出，伴随着工业化、专业分工和人口流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

西方社会日渐流行的核心家庭模式会逐渐扩展至其他国家，从而造成全球家庭结构
的趋同。在亚洲，核心家庭化的趋势会导致传统的扩展家庭模式日渐式微，进而改
变人们的家庭观念，带来家庭孝道伦理的衰落。

然而，上述现代化理论中所预设的 “传统文化衰亡论”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质疑。

例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理论指出，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特定社会的传统文化观念并不必然随其现代化进程而消亡。② 这一观点与其他社会
科学家的研究不谋而合。经济学家阿尔伯托·阿莱斯纳有文章指出，传统文化体系
相比于经济体系而言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并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轻易消
亡。普特南对于意大利南北部的比较分析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③ 此
外，福山对于信任问题的跨国分析、④ 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论述⑤等经典研究无
一例外地强调了文化传统即使在现代社会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需要提及
的是，英格尔哈特和贝克尔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的数据，

通过实证的方式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延

续性。⑥

针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印证了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持续影响力。⑦ 这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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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均表明，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本研究从这一基本论断出发，具体分析孝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内涵变迁及其
对孝行的多元化影响。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孝道研究

纵观已有文献，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孝道变迁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

第一个阶段，学者们关注的是传统孝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 “式微”及其成因。②

这些研究均强调了当代中国社会传统孝道由于难以抵挡转型期的冲击而渐趋式微这

一论断。

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回应并质疑了孝文化的 “式微论”，其可进一步细分为两条

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将当代孝道置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变迁的大背景下，从
历史的维度论证了孝文化在当代转型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生命力。③ 第二条
路径则采用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当代社会特定群体如何理解和接纳

孝道。④

上述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的是看孝道的兴衰，而第三阶段的研究则超越了对兴

衰本身的讨论，转而思考孝道内涵如何随社会的变迁而改变。例如，人口迁徙，尤
其是大量农村中青年人口进城务工使得农村地区难以维持传统意义上的 “事亲”孝
道，更多的孝行或要通过物质支持的方式 （例如给父母寄钱）得以实现。⑤ 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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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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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需要指出的是，孝道与孝文化并不能完全等同。孝道多指个体在理解代际关系时所抱
有的价值观，而孝文化多指代宏观社会的文化风气。但是，社会整体特征亦由个体特
征所决定，因此，孝文化的兴衰直接和孝道相联系。
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
术》２００１年第４期；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
关系》，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陈柏峰： 《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
家庭关系的影响———皖北李圩村的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贺雪
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王涤：《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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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在城市居民中间亦日渐流行。① 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的扩

招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国社会青年群体的教育水平，而教育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
“个体化”价值观念的兴起以及传统集体性家族观念的淡化。② 相应的，孝道的实践

范围也日渐从传统 “多代同堂”的大家族转向以父母—子女关系为核心的 “两代”

家庭。此外，教育机会分配过程中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夫妻之间经济地位的对称化

和日渐兴起的性别平等思潮冲击着以父权制为特征的传统孝文化。相比于过去，今

天孝行中的性别差异日渐淡化。③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所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亦

动摇了传统意义上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观念。④ 最后，职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

全职工作的普及以及人口居住模式的城镇化使得人们越发难以有足够的时间、空间

来组织大规模的 “丧亲”仪式。⑤ 因此，相比于 “事死”，今天的孝道更加强调 “事

生”，即在父母健在时对父母的照顾。

综合这些研究不难发现，孝道作为一套伦理价值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新

的社会历史时期逐渐对其内涵进行革新和拓展，形成新的意义系统：如果说传统社

会的孝道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体现出子女无条件顺从父母的严苛辈分关系，那么今

天社会转型期的孝道则在辈分关系之外增添了亲情沟通和亲子地位对等等新元素。

一方面是辈分关系与代际义务，另一方面是对等关系与亲密情感，孝道的这两个维

度构成了叶光辉等人所提出的孝道双元模型。⑥

需要说明的是，孝道双元模型理论肇始于小规模的心理学实验，但其作为一般

意义上的价值变迁理论的提出却是基于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大规模调查资

料。⑦ 从这个意义上讲，孝道双元模型理论对于大陆孝道问题的研究具有适用性。

当然，这种适用性并非静止不变。笔者并不赞同简单机械的理论套用，而是主张应

·１８·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观念与行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邓希泉、风笑天：《城市居民孝道态度与行为的代际比较》，《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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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大陆具体的实践经验对现有理论进行丰富和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研究所
讨论的不同的孝道维度与具体孝行的连接恰恰是对既有孝道双元模型理论的一种延

伸和发展。

（三）孝道双元模型与研究假设

所谓孝道双元模型，意指当代中国社会人们的孝道所体现出的两个基本维度。

其中一个维度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以及子女对父母意愿的遵从。这个维
度的孝道重视的是传统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伦理期待，体现出的是父母长辈相对于
子女所具有的辈分权威。因此，这一维度的孝道可称为 “权威性孝道”。① 基于这一
孝道维度的伦理要求，“子代必须认同亲子辈分地位之尊卑规范，才能在亲子关系中
达成合宜的实践，恰对应于儒家伦理中的 ‘尊尊’原则”。②与权威性孝道相比，双
元孝道模型中的另外一元称为 “相互性孝道”。这一孝道维度的基础在于亲子之间自
然产生的情感和亲和状态。子女因为这种情感基础的存在而自发地表现出对父母的
关心和支持。显然，与强调辈分身份的权威性孝道相比，相互性孝道体现出的是代
际之间在情感关系上的对等性。由于这一孝道维度重视的是亲情，因此其对应于儒
家伦理中的 “亲亲”原则。③ 虽然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代表了孝道伦理的两个
不同维度，但在实际生活中，具体的子女的孝道实践往往是这两个维度的结合。因
此，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这一对概念并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概括，而是代表了韦
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

在讨论了孝道的两个维度之后，本研究需要细化和操作化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子
女对父母的孝行。按照社会支持理论，子女对父母可能存在多种类型的支持。通常
而言，学者们将其归为劳动力支持，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三类。④ 所谓劳动力支持，

是指子女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等劳动力付出。经济支持，顾名思义，意指子女在金钱
上对父母的资助。最后，情感性支持重视的是父母在亲情上得到满足。通常而言，

这一类支持有多种具体的形式，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方式便是与父母定期交谈，听
取父母的心事。

已有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劳动力支持，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都能够显著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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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　曹惟纯、叶光辉： 《高龄化下的代际关系———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变迁趋势分析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权威性孝道，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情、理、法内涵。
例如，在传统中国社会，孝顺父母是基本的家庭伦理。而到了现代社会，由于法律的
规制，孝顺父母成为某种法律责任，因此被纳入到民法法理的范围。与之相比，相互
性孝道因为建立在亲情基础上，强调家人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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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① 但是，这三种支持类型之间却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在
时间与精力的付出方面，情感性支持因为需要持续性的亲情投入而居于第一位，劳
动力支持因为家务本身的弹性 （可多可少）而居其次，经济支持排在第三位。另一
方面，如果从经济付出的角度出发，这三种支持类型的排序则正好相反。经济支持
是最直接的金钱支出。劳动力支持则因为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而涉及小额的经济支出。

最后，按照常规的测量，情感支持专注于感情交流，因此财务上的照顾通常不是其
考量因素。

那么，这三类子女对父母的支持类型如何和孝道的双元维度联系起来呢？② 这
一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经验的社会学分析，对
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以下的假设。首先，相互性孝道与
对父母的情感性支持之间应当具有正向的联系。这是因为二者均是以代际间自发的
亲情为出发点。这一共同的情感基础让我们有理由认为，持有相互性孝道观念的子
女更加有可能被激发出一种自发的对父母的亲和态度。这种态度进一步促进子女对
父母的情感性关怀，以提供更多的情感性支持。鉴于此，我们提出：

假设１：相互性孝道能够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

其次，基于叶光辉等学者的社会心理学解释，权威性孝道的构建依据在于父母
与子女对于层级化的家庭角色规范的遵从。③ 因此，子女出于一种对权威关系的考
虑所展示出的孝行所依据的准则更多的是作为子女对父母所应承担的某种 “义务”。

基于权威性孝道，孝行的实践主要受子女的角色身份推动。因此，相比于相互性孝
道，权威性孝道更加重视外在责任与义务要求，在主动性方面要次于相互性孝道。

那么，具有代际平等性意涵的亲子情感在这一维度中并不是特别重要。相应的，无
论是正式的法律规定还是个体间达成的非正式协议，承担孝道 “义务”的方式主要
以金钱支付为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与权威性孝道更加一致的孝行应当是
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而非情感性支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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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人口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张
震：《子女生活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促进还是选择》，《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Ｓ１期。
我们将此三类子女对父母的支持看作是某种孝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类孝行的发生
并不必然是出于子女对孝道观念的认同，也有可能出于一种同父母的交换关系，如对
父母先前同类支持的一种回馈。对于这种交换动机的考察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Ｋｕａｎｇ－Ｈｕｉ　Ｙｅｈ　ａｎｄ　Ｏｌｗｅｎ　Ｂｅｄｆｏｒｄ，“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Ｍｏｄｅｌ，”ｐｐ．
２１５－２２８．
需要说明的是，通常而言，权威关系涉及的是对权力的服从，而这里的权威性孝道强
调的是辈分关系所带来的家庭角色义务，并不直接涉及传统封建社会中的父权关系。
这里为了保证和已有文献表述一致，故采用 “权威性孝道”这一术语。



假设２：权威性孝道能够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最后，劳动力支持由于可能同时涉及情感投入和物质投入，因此，我们这里初

步假定其有可能同时受到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的影响。

假设３：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都能够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６年的资料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相应的抽样单元分别是区 （县）、街道
（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其中区 （县）、街道 （镇）、居委会三级据 “第五次全

国人口普查资料”的信息，以ＰＰＳ方式抽样。① 相比于后续的几期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的独特性在于，其问卷设计与东亚社会调查合作，单独设立了一个

家庭模块。在这个模块中，我们能够找到测量孝道双元模型的相关题器。此外，家

庭模块中也测量了详尽的子女对父母的多种支持类型。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的这一调查设计

非常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需要说明的是，并非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所有的受调查对象都被

要求回答家庭模块中的问题，在所有的受访者中，３２０８个随机受访对象完成了家庭

模块问卷，他们构成了本文的分析对象。

尽管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具有变量测量上的诸多优势，但其在时效性方面却有一定的局

限。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是唯一包括个体孝道不同维度测量变量的

数据，无论是其后的历次ＣＧＳＳ调查，还是其他全国性或地区性的调查，都没有相

关的题器。由于本文经验研究的分析重点在于孝道观念的不同维度如何影响不同类

型的孝行，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是本研究的唯一选择。此外，虽然一些质性调查也考察了孝

道观念的社会影响，但这一类研究更多关注于孝道对个体生活的意义，很少对孝道

进行类型化，遑论这些类型与不同孝行的多样化联系。因此，有关孝道的质性研究

对于本文的类型化分析而言缺乏足够的辅助价值，因此不再赘述。

虽然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的时效性并不理想，但本研究所考察的孝道—孝行联系是现有

文献中的一个理论空白点，之前并没有相关社会科学研究予以考察，故而本文具有

一定的理论创新性，相关发现将构成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此外，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分析的是基本的文化现象和模式，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具有一定稳定性。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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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论对今天有启示意义。

（二）测量

我们这里采用了六个陈述性问题来测量被研究对象对孝道的理解。① 分别是１．
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２．无论父母对您如何不好，仍然善待他们；３．放弃
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４．赡养父母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５．子女应该做
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６．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每一个陈述性问题均
配有一个七分类的选项 （１＝非常不同意；２＝相当不同意；３＝有些不同意；４＝无
所谓同意不同意；５＝有些同意；６＝相当同意；７＝非常同意）。这些测量变量可以
通过因子分析的方式分别产生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的得分，具体分析过程会在
下面的讨论中展示。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子女对父母不同的支持类型。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提供了以下问题进
行测量。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为自己父母提供以下帮助？这一问题的答案分为三
个类别，分别是１．给钱；２．帮助料理家务 （例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
杂事）或照顾小孩和其他家人；３．以及听他 （们）的心事或想法。很明显，这三种
活动分别对应于经济支持、劳动力支持和情感支持。ＣＧＳＳ２００６中，每一种支持类
型的答案选项分为五个等级 （１＝完全没有；２＝很少；３＝有时；４＝经常；５＝很
经常）。

除了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外，本文在拟合统计模型的时候还考虑了一系列
的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是性别 （１＝女性；０＝男性）、年龄、年龄的平方、是
否独生子女 （１＝是；０＝不是）、民族 （１＝汉族；０＝少数民族）、教育年限、婚
姻状况 （１＝未婚；２＝已婚；３＝离婚或丧偶）、子女数量、个人年收入的自然对
数值、户籍身份 （１＝农村；０＝城市）、调查地点 （１＝城市；０＝农村）、中共党
员身份 （１＝是；０＝不是）、父亲年龄、父亲教育年限、父亲户籍身份 （１＝农村；

０＝城市）、父亲中共党员身份 （１＝是；０＝不是）、父亲的收入情况、② 母亲年龄、

母亲教育年限、母亲户籍身份 （１＝农村；０＝城市）和母亲中共党员身份 （１＝是；

０＝不是）。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ＯＬＳ）的方法。具体
而言，本文的分析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基于上述孝道的多个测量指标，利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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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ｕａｎｇ－Ｈｕｉ　Ｙｅｈ　ｅｔ　ａｌ．，“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ｐｐ．２７７－２９６．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仅测量父亲的收入情况。母亲的收入情况无法直接控制，但由于这里已经
控制了母亲的其他背景信息以及父亲的经济地位，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母亲的经济地
位已经得到了间接控制。



性因子分析的方法，针对每个个体计算出其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的因子得分。

这些得分构成了后续回归分析中的自变量。其次，我们拟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
究子女对父母的支持类型与因子分析所产生的两个孝道维度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
说明的是，子女对父母不同的支持类型是级序变量，因此通常需采用排序逻辑斯蒂
回归进行分析。但是排序逻辑斯蒂回归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回归系数在不同模型之
间是不可比的。① 考虑到这一限制，很多学者建议采用多元线性模型的方式来进行
分析，本文亦采用此分析手段。② 最后，上述分析展示的是孝道与孝行之间基本的
关系模式，为了挖掘孝道—孝行二元联系在不同社会人口群组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
性，我们在第三步的分析中进一步考虑一系列的交互效应。

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有一点需要说明。通常而言，为了确立变量之间的因
果关系，研究人员需要考虑潜在的选择性误差。本文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没有通
过进一步的统计手段做这一方面的控制：一方面，本文关心的自变量是不同维度
的孝道。对于某个个体而言，孝道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倾向，一旦在青少年时
期形成，短时间内除非经历了剧烈的生活境遇变化，否则难以轻易改变。由于本
文的研究群体均为成年人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的调查对象），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这
些个体所反映出来的孝道是外生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定要处理潜在的混淆变量，

那么我们需要找到在时间上先于孝道形成的混淆变量。而后采用工具变量或倾向
值方法进行分析。③ 但是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中并没有提供这种类型的混淆变量，我们亦无
法确切得知受访对象何时塑造其孝道。④ 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假设混淆因素存在，

我们也无法从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中找到这些混淆变量的具体测量题器，故而我们无法通
过统计手段来处理潜在的样本选择性。综合以上因素，潜在的样本选择问题或无
必要处理，或无法直接处理。如果未来数据允许，我们会进一步考察选择效应的
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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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８，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１８６－２０８．
Ｃａｒｉｎａ　Ｍｏｏ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ｈｙ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Ｄｏ　Ｗｈａｔ　Ｗｅ　Ｔｈｉｎｋ　Ｗｅ　Ｃａｎ　Ｄｏ，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Ｗｅ　Ｃａｎ　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２０１０，

ｐｐ．６７－８２．
Ｇｕｉｄｏ　Ｗ．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Ｂ．Ｒｕｂｉｎ，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按照鲁宾 （Ｄｏｎａｌｄ　Ｂ．Ｒｕｂｉｎ）等人的因果推论理论，我们在处理选择性误差时不能用
发生于自变量之后的变量作为混淆变量，否则会倒因为果。因此，针对本文的研究问
题，理想的混淆变量应是描述被研究个体青少年生活状态的变量，因为只有这些变量
才发生在孝道观念形成以前。很遗憾，这一类变量并没有在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中测量。



数据中的缺失值均通过多元填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的方式进行处理。① 需
要说明的是，在进行多元填充的时候，因变量的取值不应当被填充，否则会带来统
计估计上的误差。② 因此，下面报告中的样本量有可能由于因变量的缺失而小于全
部的样本量。

四、经验发现

（一）描述性发现

我们首先报告了变量的基本描述性信息 （表１）。通过表１可以看出，我们所分
析的样本性别比例基本均衡，平均受访者年龄在４２．３５岁。整体而言，被研究个体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９年以上。在被调查个体中间，超过６８％是从城市居民中选取
的。农村户籍持有者占４０．８０％，这说明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的城市部分的调查中，有一部
分受访者是居住于城市中的农村户籍人口。在被调查的群体中，大部分已婚
（８１．０２％），且仅有１２．５３％是独生子女。最后，党员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８．５４％。

除了被调查对象的信息之外，表１也展示了其父母的基本信息。例如，父母的年龄
均在７０岁以上。其中，父亲的平均教育水平要高于母亲。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变量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性别 （女性） ５４．６８％

年龄 ４２．３５　 １３．４３

民族 （汉族） ９４．７３％

教育年限 ９．３６　 ３．４７

个人年收入 ９６７２．８３　 １２７６８．５３

ｌｏｇ （个人年收入） ８．７８　 １．０９

户籍身份 （农村） ４０．８０％

调查地点 （城市） ６８．４５％

党员身份 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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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父亲教育年限 ０．０７　 ０．２５

父亲户籍身份 （农村） ４１．２１％

父亲党员身份 ５．３０％

母亲教育年限 ０．０３　 ０．１７

母亲户籍身份 （农村） ４２．４３％

母亲党员身份 １．００％ 　

父亲收入 ９０５４．５８　 １８０１７．８３

母亲年龄 ７２．５４　 １２．３１

父亲年龄 ７４．５８　 １２．６８

离婚或丧偶 ５．５８％

已婚 ８１．０２％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２．５３％

子女数量 １．４６　 １．１３

样本量 ３２０８

图１报告了孝道的不同测量变量的基本分布信息。通过图１ （ａ）、（ｂ）、（ｄ）和
（ｅ）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同意 “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应当心存感激”、“无论
父母对您如何不好，仍然善待他们”、“赡养父母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以及 “子女
应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这些基本模式表明，在当代中国社会，大多数人依然
认同基本的孝道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过去几十年剧烈的社会转型并没有
带来传统孝道的消亡。

虽然孝道没有消亡，但是图１ （ｃ）和 （ｆ）表明，当代中国社会人们对于孝道的
理解与传统意义上的孝道已有所不同。例如，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不同意 “放弃个
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这与传统孝道对子女无条件顺从父母的严苛要求产生
了明显的对比。这一描述性模式表明，今天人们正逐渐认可并尊重子女对自身志向
的追求，重视个人的生活价值。图１ （ｆ）的基本分布状态也反映出类似的信息。基
本上，人们对于传宗接代这一传统观念的认同水平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特点，同意与
不同意者基本上各占一半。也就是说，在转型期中国居民看来，生育已不像传统社
会那样伴随着苛刻的伦理要求。这一发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明，转型期孝道的内涵的
确发生了变化，相互性孝道的成分在逐渐增多。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模式虽然和一
些常识判断相一致，但是常识判断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主观偏差。与之相比，通过
严格的全国性调查数据分析所证实的这一模式反映的是全国情况，因此更加稳健，

亦更能够代表中国社会孝道变迁的某些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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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图１　孝道的不同测量变量

图２展示了子女对父母不同类型的支持所呈现出的基本模式。可见，这些类型
的基本分布状态都比较接近，整体比例分布偏向于左侧。如果将 “经常”和 “很经
常”这两个类别合并，有接近２４％的个体在过去的一年中曾经给父母金钱上的帮
助。劳动力支持与情感支持则各占２４．５１％和２３．９５％。但是，３９．２１％的人 “完全
没有”或者 “很少”给父母物质支持，这一比例对于劳动力支持以及情感支持而言
则各为４２．４％和３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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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ｂ）　　　　　　　　　　　　　　　 （ｃ）

图２　子女对父母的多种支持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整体而言，人们在观念上还希望为

父母尽孝。但是具体到孝行，无论是经济支持、劳动力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都不足

被调查者的一半。这种孝道与孝行之间的差异说明，对孝道的认可不一定必然带来
具体的孝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孝道和孝行之间的差异与很多因素有关。例如，

一种可能的解释，随着面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项目的逐渐优化，相当一部分老年
人可以独立生活，因而不需要子女的照顾。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则是，一些子女由

于自身经济或者时间上的限制，无力为父母提供帮助。这两种解释都是从资源占有

的视角出发 （例如，父母或者子女的经济状况），而本文的落脚点则是，在给定的资
源占有条件下，子女的内在孝道如何与外在的孝行产生联系。

（二）双元孝道模式与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

为了抽离出孝道观念的两个基本维度，我们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分析

了上述的六个测量孝道的变量。① 利用方差最大旋转法，我们得出两个公因子。其

中，公因子１涉及的变量是感激父母、善待父母、让父母生活舒适以及让父母增光

添彩。考虑到这些测量变量共同强调了子女和父母的情感性联系，我们遵循叶光辉
等人的分析将这个公因子命名为相互性孝道。公因子２则主要集中在放弃个人志向

达成父母心愿以及传宗接代这两个变量上。由于这两个变量强调了子女的辈分义务，

因此可以命名为权威性孝道。这两个公因子能够解释掉原始数据６４％的方差。此

外，针对每一个公因子，我们计算了克隆巴赫系数。代表相互性孝道的公因子的克

隆巴赫系数为０．７９，而代表权威性孝道公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为０．４７。权威性孝道
的克隆巴赫系数之所以相对较低，是因为构造这一孝道维度时只用到两个观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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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Ｋｕａｎｇ－Ｈｕｉ　Ｙｅｈ　ｅｔ　ａｌ．，“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ｐｐ．２７７－
２９６，虽然叶光辉与合作者采用了同样的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但是他们的结果和这里
的并非完全相同。此外，在他们的分析中，权威性孝道的克隆巴赫系数也由于测量变
量少而表现出比较小的数值。



因此，这一比较低的系数值本身并不足以作为证据质疑权威性孝道公因子的测量
信度。

表２　双元孝道：因子分析

因子１ （相互性孝道） 因子２ （权威性孝道）

感激父母 ０．８２ －０．０７

善待父母 ０．８１　 ０．０１

达成心愿 ０．１３　 ０．７６

生活舒适 ０．８１　 ０．１１

增光添彩 ０．６９　 ０．３３

延续香火 －０．０３　 ０．８２

阿尔法系数 ０．７９　 ０．４７

特征值 ２．５７　 １．２９

累积解释方差比例 ０．６４

基于上述的因子分析结果，我们计算了每一个被研究对象在两个公因子上的得

分，这些得分进一步用来分析其对于不同孝行的影响。相关的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

３。通过表３可以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的变量之后，子女权威性孝道得分越高，其
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就越高。另一方面，相互性孝道则与子女对父母的情感

支持显著正向相关，这些发现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１和假设２。

但是，假设３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虽然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的回归系数

的点估计值都是正值，但二者都在统计上不显著。针对这一发现，一个可能解释是，

相比于其他的支持类型，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或许更多受到现实生活境况而非

个体价值观念的推动。如上文所述，我们在测量劳动力支持时采用的变量是帮助料
理家务 （例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杂事）或照顾小孩和其他家人。一般
而言，我们可以假设，在父母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诸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

代办杂事等事项是不会由子女代劳的。这也就是说，经常从事此类活动的子女有可
能更多是因为其父母无法亲自完成此类活动而不得已为之。同理，照顾小孩或其他

家人的活动也更多是由于家庭中有此类现实的需求所致。考虑到劳动力支持的这一
特点，我们至少能够部分理解为什么孝道观念没有对其起到显著的促进效果。当然，

这一解释仅仅是笔者的一个设想，在未来数据允许的情况下，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
验证。

表３　双元孝道和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回归模型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权威性孝道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２）

性别 （女性）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４）

年龄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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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年龄平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民族 （汉族） 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２６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０９）＊

教育年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ｌｏｇ （个人年收入）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３）

户籍身份 （农村） ０．２９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６）

调查地点 （城市）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２８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０７）＊＊＊

党员身份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０８）

父亲教育年限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８）

父亲户籍身份 （农村）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８）

父亲党员身份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２６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９）

母亲教育年限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２）

母亲户籍身份 （农村）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８）＊

母亲党员身份 －０．３０ （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２０）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０７）

子女数量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已婚 ０．２４ （０．０９）＊＊ －０．２８ （０．１９） ０．０４ （０．０８）

离婚或丧偶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３７ （０．２４） ０．０９ （０．１３）

父亲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母亲年龄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父亲年龄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截距 －０．４８ （０．３６） １．４２ （０．５７）＊＊ ２．３４ （０．３１）＊＊＊

样本量 ２２３７　 １３６０　 ２２６３

调整Ｒ２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１．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值 （括号中是标准误）。

　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６年。

（三）交互效应

在分析了双元孝道和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之后，我们

在这一部分进一步考察这些基本模式是否在不同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群体之间有所变

化。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分性别和年龄分别对子样本进行分析。相关发现参见

表４。

通过表４可以发现，权威性孝道对于经济支持的正向效果，以及相互性孝道对

于情感性支持的正向效果在不同性别群体之间都是稳定的。相比于表３中的基本模

式，一个不同的发现在于，男性群体中权威性孝道和劳动力支持之间有边际性的正
向关系。这说明权威性孝道对于儿子的影响要高于对女儿的影响。表４的下半部分

是基于不同年龄子样本的分析结果。我们这里将分界值设在４２岁，是因为该值是分
析样本中年龄变量的中位数。在小于４２岁的子样本中，权威性孝道—经济支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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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性孝道—情感支持的联系模式依旧成立。在大于４２岁的子样本中，仅相互性孝道

和情感支持的正向联系得以维持，而权威性孝道没有显著地提升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如何理解这一发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日渐老龄化，如何赡养老

人的确成为了很多家庭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相应的，无论是社会主流文化还是政府

的政策、法治宣传都偏重于强调子女身份所伴随的对父母的赡养 “义务”。在这一社

会背景下，年轻一代中权威性孝道的影响有可能随之强化。

表４　交互效用

女性样本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３）＊＊

权威性孝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３）

男性样本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０３）＊＊＊

权威性孝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４２岁以下样本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２）＊＊＊

权威性孝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４２岁以上样本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３）＊＊＊

权威性孝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４）

　　　注：１．表中的系数估计基于表３的回归模型设定，所有控制变量均纳入模型。

　２．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值 （括号中是标准误）。

　３．＃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６年。

五、结论与讨论

如何建设家庭，构建良好的家教与家风是当前家庭建设的重中之重。本研究从

家庭代际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在家庭人口结构日益老龄化的今天，作为家教重

要组成部分的孝道所体现出的多个维度，以及不同维度如何促进不同类型的孝行，

以弘扬尊老、敬老的良好家风。通过研究发现，当代转型期中国社会，孝道已经逐

渐从传统意义上强调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辈分关系和子女的顺从义务，转向平等亲情

与辈分权威并存的二元模型。基于此二元模型，本文发现，强调权威关系和子女角

色义务的权威性孝道更能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而强调亲情、代际对等地位

的相互性孝道则主要促进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性支持。相比较而言，孝道的双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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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法显著地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进一步的交互效应分析发现，年龄越
低的人，权威性孝道和对父母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强。这一模式或许是近几

十年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养老压力激增以及政府偏重强调子女义务的宣传模式所致。

此外，于男性而言，权威性孝道与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之间存在边际显著的正向

关系。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应对社会老龄化的冲击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由于当前社会

化养老模式仍处在摸索过程之中，对于大多数老人而言，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便成

为直接决定其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社会背景下，鼓励子女对父母的支持

与赡养，弘扬孝行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因此也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者所着

重关注的社会议题。本研究则通过社会科学的经验分析展示了个体孝行与其主观的

孝道之间的多样化关联。虽然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使用孝道、孝顺等词汇，但

是如何理解孝道在今天已经变得多样化，体现出多维度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不

同维度的孝道会促进不同类型的孝行。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当代中国孝

道及其与孝行之间关系的理解，并展示出孝文化的积极价值，弘扬多样化的懂孝、

行孝风尚。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前人研究中所提出的 “孝道衰亡论”。经验研究表

明，无论是权威性孝道还是相互性孝道，均能够起到促进具体孝行的现实作用。换

句话说，在老龄化的今天，孝道的确能够起到显著的积极效果，产生实实在在的孝

行。孝道不仅没有在转型期的中国消亡，反而能够促进子女对父母的各种支持。

本研究对于优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养老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例如，

老年人群体本身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其对子女所提供的支持有着不同的需求：经济

情况比较好的老年人更多地期望得到情感性支持，而经济情况不尽如人意的老年人

则更多地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在宣传、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过程中，

应有的放矢，对不同类型群体有的侧重于权威性孝道的宣传，有的则侧重于情感性

孝道的宣传，以达到最佳宣传效果。

虽然本文研究的是新时期的孝道观念与行为，但孝道本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本文利用大规模经验资料，证实了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和意义。首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提

升社会福祉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本文所示，特定的传统文化能够和特定的
孝行联系在一起。就全社会而言，这些孝行无疑在提升老年人整体生活水平、促进

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考虑到当下社会养老的模式仍处于探

索阶段，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极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其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以本研究为例，传统文化并不是简单停留在头脑中的观念和倾

向，而是落实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可观、可感的行为。换句话说，传统文化在

当代社会中的表现和正面作用不仅仅在 “想”，更是在 “做”。再次，中华民族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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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
学习时的讲话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① 本研究所使用的全国性调查资料中，被调查对
象所体现出的对于孝道观念的普遍认可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传统文化的这
种普及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所带来的正面社会效果不会局限于特定群体，而是普
惠全社会。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应当强调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
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的社会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这一对概念强调了从子女到父母
的某种关系，但任何代际联系都是双向的。相应的，我们在谈及孝道时也需要关照
父母对于子女的 “期待”。当然，这一期待有可能更多地基于辈分关系和长辈身份，

也有可能更多地基于相互之间的亲情联系。如何将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和子女对父母
的孝行结合起来，以勾勒出当代中国代际关系的双边图景，将是未来社会科学研究
的一个方向。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首先，由于大规模历时性数据
的缺乏，我们采用了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的截面数据。虽然我们能够证实孝道与孝行之间的
二元联系，但是由此二元联系进行进一步的因果推论却需要历时性数据的支持。其
次，如上文所述，由于相关混淆变量没有在数据中进行测量，本研究无法通过严格
的统计手段考察选择性误差的潜在影响。因此，未来如果有更好的数据，这或是一
个可能的研究方向。再次，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缺乏强有力的时效性，因此本研究所发现的
基本模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孝道与孝行之间的关系更多重在其启示性价值之上。最
后，本文只是考虑了三种比较基本的对父母的支持类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子女
对父母的支持应该有更多的类型，因此，未来这方面的研究或需要对孝行这一概念
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责任编辑：李凌静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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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ｌｄｈｄ／２０１４－０２／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２１６６９．ｈｔｍ，２０１５年５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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